
 

 

大學學位值多少？ 衡量大學投資回報的不完美科學及爭議

性計算法（下） 

駐波士頓辦事處教育組 

更重要的是，很多人對科系和就業市場之間的關係感到困惑。學

生和家長（坦白說，許多在大學工作的人以及媒體專家）傾向於將主

修與職業劃上等號，並且他們難以看到，舉例來說從人文學科邁入職

場的道路。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在美國社區調查的數據，銀率網

Bankrate 在它課程排名中列出了「最有價值到最沒價值的大學科系」，

強化了一個簡單的公式：建築工程系（在 Bankrate 的列表中名列前

茅），你可以作為一名建築工程師有一份賺錢的職業;主修作曲和演講、

戲劇、美術或其他排名墊底的科系，誰知道你會做什麼—除了在社會

底層掙扎之外。 

這些排名可能會影響一些學生，或者它們可能會讓父母強迫他們

的孩子去做一些更「實用」的事。但總歸來說，主修的選擇往往是看

個人的想法。對戲劇或傳播有興趣的學生不太可能僅僅因為薪水更高

而選擇主修建築工程或營造服務—如果學生真的做出了這種選擇，他

們就不太可能在這方面感到快樂和有所成就。 

學生可能不需要更多特定科系的經濟回報清單，而是幫助他們發

揮自己的興趣和才能。科系的選擇通常基於學生一時的興致和（錯誤）

觀念，並且通常不會因為他們獲得的建議和指導而被改變。試想一個

學生拿著考慮中的幾個科系諮詢高中輔導老師、導師、或大學顧問的

情況。 

在大多情況下，「他們不會告訴你，『我認為最好的決定是 X，』」

范德沃夫說。「他們會說，『哇！那些看起來像是很棒的選擇。祝你好

運！』我們的國家就是沒有這類系統能幫你做選擇。」 

如果做得好，學生和家長、政策推動者和大學將不會僅僅盯著哪

些學科或科系的回報最好，以及如何鼓勵推動更多學生進入那些領域。

相反的來說，他們會專注在幫助學生了解他們在選擇的學科中能學到

的相關知識以及有用的技能。 

但這需要溝通和投入，也許還需要對在諮商室和職業諮詢辦公室



 

 

工作的人提供更多支援。在某種程度上，通過數據來提供解答或造成

壓力是更容易些的。 

教育界充斥著各式各樣的數據，我們認為如果收集更多的訊息，

就可以發現和解決這個行業的許多問題。長久以來，學校受到一輪又

一輪數據的控制，接著是來自數據的分級、評分和區分—無論是各種

最綠化的大學名單，還是面臨財務壓力的大學的分析，亦或是美國新

聞與世界報導的排名，還有多家公司根據《克萊里法案（Clery Act）》

收集來的犯罪統計數據所發佈的「最安全校園」名單。就像學生說標

準化的考試和成績不能準確衡量他們的特質一樣，學校經常抱怨數據

收集有瑕疵，或者各種排名無法反映他們實際上提供的教育價值。 

因此，為了填補這問題，政策制定者和分析師需要更多的統計數

據來補漏洞。當然，根據他們的說法，更多的數據會讓他們更接近事

實。但是然後呢？ 

「一旦開始收集數據，就很少會停止收集這些數據點。你只需要

一直添加新數據即可」，非營利組織 TuitionFit 的總裁兼創始人馬克·

索爾茲柏里（Mark Salisbury）說，該公司使用大學申請者的數據來幫

助他們比較各大學之間的學雜費。學費數據的細微差別又提供了一個

大學計分卡在研究上的潛在問題的例子—這些數據只涵蓋了申請了

就學貸款的學生。 

「科系越小，畢業生的人數就越少，而你所投資的則越容易沒有

回報，極有可能是大量的沒有回報。」他說。而小科系往往是人文學

科這類已經被行政管理人員和董事會盯上的靶心。「他們會看了這些

報告並說，這就是我們解散哲學系的另一個原因。」 

對於數據，總是存在數據如何改變人的行為的問題。在創立

TuitionFit 之前，索爾茲柏里曾任職於愛荷華大學（University of Iowa）

大學教育研究中心並曾在伊利諾州的奧古斯塔納學院（Augustana 

College）從事學術機構研究。他說學術機構研究一開始是與校長關係

密切的職位，但卻在組織結構圖上逐漸地往下移動。索爾茲柏里認為，

這反映出學校相比於這些數字的運算更加看重戰略規劃，但它也可能

代表了學校內部忽視數據的路線。 

「在過去 20 年裡，有多少次呼籲學校使用數據提供的訊息來幫



 

 

助制定決策？」索爾茲柏里說。「這說起來簡直太荒唐了。」現實情況

是，當校長已經決定了推行某方面的決策時，那些學術研究員不會傻

到在校長面前揮舞著相反的數據。索爾茲柏里說，曾經不乏有此類人

因而被解僱。 

他曾見過管理階層巧妙的捏造數據以使學校看起來更好—例如，

誇大申請數量好讓大學看起來更具選擇性，或者聲稱有 90％的畢業

生都是在四年以內完成學業的。（如果說大學的四年畢業率為 70％，

而其六年畢業率為 77％，那麼技術性上來說這樣的聲稱是正確的。） 

「讓學校使用數據是對校園政治完全無知的人才會做的，」索爾

茲柏里說，「因為權力結構決定了使用哪些數據以及如何使用數據。」 

忽略那些不順眼使人不便的指標是一種問題。但另一種極端是，

數據也可以成為優先「數據擷取」的助力，古德哈特定律總結了一個

陷阱：「如果一項指標一旦變成了目標，它將不再是一個好指標了。」 

教育工作者已經看到了「有教無類」（此處意指《有教無類法案》， 

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of 2001 又譯為不讓任何孩子落後法案，其內

容適用範圍為小學中學 1-12 年級）的效果，這是一項 2001 年的聯邦

法律，該法律大幅擴大了學校的高風險測試，並將聯邦資金與結果綁

定。家長們抱怨說，關注分數扭曲了學校在教育上需要優先考慮的事；

教育改革者想知道以數據來推行政策是否使學校在教育責任和義務

上做得更好。學校教師則抱怨說，他們花在評估和收集數據上的時間

比實際教學的時間還要多。 

福特漢姆大學（Fordham University）政治學教授尼古拉斯·坦皮

奧（Nicholas Tampio）預計高等教育即將迎來變化發展，數據將用於

績效，然後這些指標將開始影響行為，例如藉由數據學生如何找到興

趣或熱情、選擇研究領域以及參與到社會中。最近，他寫了一篇評論

關於由比爾和梅琳達蓋茲基金會（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所推動用於追蹤大學畢業生個人財務成果的數據庫。 

他說:「這就是我想要探討的，他們會為高等教育制定一個有教無

類法案嗎？」他接著說，2021 年在兩黨支持下重新引入的《大學透明

度法案》將是「這幅拼圖中關鍵的一片」。這法案將要求收集學生入

學率和完成率等因素的數據，並允許美國教育部與國稅局和社會保險



 

 

局合作計算學生的財務成果。 

「教育和政治哲學家從柏拉圖那裡意識到教育和政治之間存在

密切的聯繫，」坦皮奧說。那麼政策制定者帶著大學版「有教無類」，

其內容著重在財務信用分數而不是數學成績，他們想對大學生傳達什

麼樣的訊息呢？ 

坦皮奧的結論是：「他們一直在傳遞同樣的訊息—讓生命變得有

價值的就是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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